
一 章第

绪 论

年间，

宋明理学为什么产生？为什么称宋明理学？什么是宋明理

学？宋明理学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以及怎样演变发展？等等，是

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宋明理学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脉搏的体

现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原旨是对于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笃

守师说、“祖法”不变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次思想解放

运动。

一、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要，文化的选

择。这是因为它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并化解

了各个层面的冲突。这个回应和化解与两宋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

的发展有一定联系。

（一）科技理性与理论思维冲突的凸显

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

高，耕田面积亦迅速扩大。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

（公元

年）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

年），垦田数是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到宋真宗天

禧五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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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可耕土地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群众在改造自然中，发

挥了积极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从宋代墓葬中发现，已有成套的铁制农具犁、? 、耧、耙、锄、镰等，

表明农业耕作过程中程序的细密。湖北黄州（今黄冈）农民制造了

轼：《秧马歌小序》）。

秧马，人骑秧马插秧，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提高了工作效率（见苏

特别是灌溉技术提高很快，如有翻车（今谓龙骨

车），牛转、水转翻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等，把水由低处引向高

处当时范大成形象地描述：“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

王安石有诗“妇女喜秋凉，蹈车多笑语”，可见水车已普遍使用。

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以标志

生产发展水平的矿冶业来说，北宋仁宗时，铁的年产量达到

斤而多数冶铁炉使用石炭（煤）作燃料，不仅加快了冶炼进程，而

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冶炼用的鼓风器，据曾公亮的《武经总要》

记载，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其他如煮盐、制茶、纺织、瓷器等手工

业，也很发达特别是造船业，内河航行的“万石船”，能载重

石；外海航行的“客舟”，或朝廷的海船“神舟”，不仅有抛锚、

驾驶、起碇、转帆、测深等方面的设备，而且“上平如衡，下侧如刃”，

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农业工具技术都有很大发

展。与农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天文、历法也有很大的进步，随着天

文、历法、建筑的发展，数学也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起来。在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方面，也有发展和创造。毕昇

创造了活版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磁针作为指南针，已用于航

海；火药被制成“火炮、火箭之类”（许洞：《火利》第五十三，《虎钤经》卷

六）和“霹雳炮”、“火枪”等，已用于军事

在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学者在总结前人积累的

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科学理性著作。如沈括的《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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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就是北宋所面临的价值观念年版，第

年

总结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记载了人民的发明创造，内容涉及许多领

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李约瑟教授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其他如陈旉的《农书》、蔡襄的《试茶录》、秦湛的《蚕书》、刘蒙的《菊

谱》等，都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成就的学术理论著作；曾公亮的

《武经总要》、李诫的《营造法式》、喻皓的《木经》、毕功绩的《水利图

经》，则是总结手工业生产和军器生产经验和成就的著作。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推进了人们对于客体世界的认知和把

握，也为当时理学家的哲学思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但理学家的

哲学思考的主旨是回应和化解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冲突。这些挑

战和冲突表现在价值理想、佛教文明、理论形态转型等几个方面。

（二）价值理想的冲突

唐末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

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致使伦常衰败，道德

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

有也。”（欧阳修撰：《唐废帝家人传》，《新五代史》卷十六，中华书局

版，第 页）又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

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晋家人传》，《新五代史》

卷十七，中华书局

的严峻冲突。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明理学家必须担当起

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责任。在这

个问题上，无论是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程（程颢、程颐）朱（熹）道

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和张（载）王（夫之）气学，还是非主流派

的王安石的“新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司马光的涑学

等，均获得一致的认同，并作为其学术思想宗旨或重要内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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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结构的演化》，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年版，第

所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结构，比较切实地化解了当时

所面临的价值理想的冲突

（三）佛教文明的挑战

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

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与中国血缘的、宗法

的典章制度亦发生严峻矛盾。虽有“三武灭佛”运动，但不能从思

想上清除佛教的宗教信仰、价值理想、终极关怀。唐代随着寺院经

济的发展，佛教各宗派空前繁荣，出现了诸多伟大的宗教家。佛教

思辨的哲学逻辑结构较之儒教精致，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中国

木土道教以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等元典，吸收佛教的思想

和宗教仪式，亦使其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较好地回答了宇宙万

物何以化生及化生的过程，而比儒家天命论略胜一筹。

理学家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

的挑战下，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参见拙著：

《理学的思想来源 儒、释、道三教的论争和融合》，收入拙著：《宋明理学逻

页），以达到

“一道德”的需要，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目标。自从隋唐

提出对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的方法以来，一直延续到

宋初，并没有哪一种学说把儒、释、道三教真正“兼容并蓄”起来。

虽然宋初的孙复和李觏等继承韩愈批佛、道，兴儒学的文化精神，

年版，第

指出佛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孙复：《儒辱》，《泰

页）。李觏认为，佛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中华书局

年版，第

存有十害，去佛有十利；去十害而取十利，是国富民乐的万世之策

页）。但事实《李觏集》卷十六，中华书局（《富国策第五》

上并不能做到去害取利，因为没有一种学说足以回应佛道的挑战，

没有产生一种三教兼容并蓄、融突创新的和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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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 二程集》，中华书局 页）。“天年版，第

理”二字实古已有之，然程氏之所以称“自家体贴出来”，是指他创

造了“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新和合体，即理学理论形态，开创

了理学的新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的方

法落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做出

了成功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在和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中，不仅

达到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高峰，而且超越国界，传播到朝鲜、日

本、越南，并在与传播国的传统文化的融合中，而成为继生国的官

方意识形态。由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开端奠基的理学，经由朱

熹、王守仁、王夫之，而集道学、心学、气学之大成，使儒、释、道二教

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此后三教的冲突在思想哲学领域，就不如

唐和宋初那样激烈了。

（四）理论形态转型的冲突

然科学三大发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明的完善，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

学的阻抗，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

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个转型受到传统经

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

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

注”为原则，疏是对注的梳理和解释，笃守“不破”，末流所及，造成

“讳言服、郑非”的情境。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

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创造，而只能陈陈

相因，千篇一律。

翻“疑经

在此一潭死水中，宋儒一石激起千层浪，大破汉唐“传注”，推

“破注”的禁锢。不仅“舍传求经”，而且“疑经改经”，松动

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学术思想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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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明理学的称谓、内涵和分系

局

之书，《诗经》有讲男女爱情之事，《尚书》是历史文献等。扫

空气，一阵疑经、改经的新风絪缊而起，实现了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

明义理之学的转变。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群经之首的《周易》中

《易传》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郑传注；刘敞《七经小

传》，由疑经而改经；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朱熹以《周易》

为卜

除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

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竞彩斗艳的繁荣局面，

才使得隋唐儒、释、道三教之学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生。于是

宋明理学便作为有别于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

学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登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殿堂。

宋明理学成功地回应和化解了上述三方面的挑战和冲突，凸

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和生命活力。西方学者曾将宋明理

学称谓为新儒学（ ，有其道理。中国学者称其为

“道学”、“理学”、“宋学”、“性理之学”、“心性之学”、“义理之学”等。

国内当前学术界称宋明道学较强劲，究竟如何称谓？须从其称谓

的历史演变来考察。

（一）宋明理学的称谓

道学之名，北宋已有，约起于元祐年间。程颐在元祐二年

四月《又上太皇太后书》中说：“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

第

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页）此处“道学”，非指特定学派。此前张载曾说：“朝廷以道

之书》，《张载集》中华书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答范

年版，第 页）道学亦非学派之称，是乃与政术相对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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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甚盛。朱熹等倡道学，而林

术。程颢卒后，程颐请孙叔曼为其兄写墓志铭的信中说：“又其功

（《上孙叔曼侍郎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第

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灭无闻，此尤深可哀也。”

页）道学是指道与学而

页）。又

言。然而程颐亦称程颢的学说为道学：“呜呼！自予兄弟倡明道

学，世方惊疑”（《祭李端伯文》，《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第

，第

说：“既而门人朋友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学者甚众”（《明道先生

页）。这时道学是指程门人朋友叙述序》，《河南程氏文集》卷十

颢的学说，扩而充之也只是指程氏兄弟及其门人而已，内涵狭窄，

传播不广，影响不大。

南宋淳熙年间（

栗、陈贾等反道学，论争颇烈。朱熹引杨时的话说：“道学不明，而

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八佾》，《论语集注》卷二）。

他主张明道学，“道学不明，无一事是当，更无开眼处，奈何奈何！”

页 ）假（《答张钦夫》，《朱熹集》卷二十四，四川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如道学不明，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得妥当，更不能增加见识。对此，朱

熹虽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更促使其唱明道学的强烈责任感。

他继承二程道学，明确称二程之学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

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学，可谓盛矣”（《程氏遗书后序》，《朱熹集》，第

页）。由于南宋存在一股反道学的潮流，朱熹曾慨叹：“近世道学

页）。

衰息，售伪假真之说肆行而莫之禁。比见婺中所刻无姤《日新》之

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答吕伯恭》，《朱熹集》卷三十三，第

不仅“售伪假真之说肆行”而无忌惮，而且攻击道学之声甚嚣尘上。

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道学

崇黜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被视为欺世盗名，而遭排斥。

有鉴于此，朱熹在淳熙十五年（ 上封事，对道学作了解

释：“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

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戊申封事》，《朱熹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意

集》卷十一，第 页）。道学为一班“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有识

之士，相反诬之以罪，十数年来以“道学”二字禁锢天下贤人君子，

导致社会风气由此愈来愈败坏。

从南宋道学反道学的冲突与被打入《伪学逆党籍》的名单来考

察，道学的外延是较窄的。据朱熹编的《伊洛渊源录》来看：卷首周

敦颐，卷二、三程颢，卷四程颐，卷五邵雍，卷六张载、张戬，卷七吕

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卷八刘绚、李籲、吕大忠、吕大临，卷

九苏昞、谢良佐、游酢，卷十杨时，卷十一刘安节、尹焞，卷十二张绎

等，卷十三胡安国，卷十四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实即周、邵、

张、程及其门人等。此时道学并不包括“荆公新学”、“蜀学”、“涑

学”、“永康、永嘉之学”和陆九渊兄弟的“心学”，甚至将胡宏、张栻

的湖湘学派和吕祖谦的“婺学”，亦排除在外。朱熹曾说：“近年道

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

至于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语，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

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

也。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数。”（《与刘子澄》，《朱熹集》卷三

十五，第 页）此书作为道学之名盛行之时，而明确将陆、吕之学

不包括于道学之中。

当时陈亮、叶适、陆九渊对道学都有所批评，而表明自己非道

学家。陈亮说：“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

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自认为不附于道学。叶适说：“垂谕道学名实真

伪之说⋯⋯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

：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

少差，其末大弊矣。”（《答吴明辅书》，《水心文集》，《叶适集》卷二十七，中

年版，第华书局 页）道学之弊在于以天下之学不能致道，惟独

他们能致道，这样就把道学与“天下之学”对立起来。陆九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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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宋宁宗赵扩嘉定年间（

（《与李省干》，《陆九渊集》卷一，第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

“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

年版，第

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语录下》，

页）道学之所以遭到攻

击，不能全责备攻击者，是由于道学自身的毛病：“道本日用常行，

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

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

页）。道学者“张大虚声，名过于实”，或骄其声色，自立门户，因而

引起人的深排力诋。由此可见，道学主要指周、邵、张、程、朱学说。

据此，元丞相脱脱在修《宋史》时，特立《道学传》，置于《儒林

传》之前，仅列入周、程、张、邵、朱及其门人，这个名单基本上依据

《伊洛渊源录》，惟增朱熹的师传、弟子及张栻。虽遗漏吕大临、蔡

元定，但道学主要人物已全在册。并把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人

《儒林传》。这说明在元人心目中，道学与心学、婺学、永康之学不

类：一属示隆，一属非示隆之列。为此，程、朱理学，须加正名，称谓

为程朱道学更贴切。

道学之名虽较理学为早，但理学之名，南宋已有，只是未用以

总括道学与心学。朱熹说：“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

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这里

“理学”不仅指伊洛二程门人，亦指蜀学二苏，且对理学有微辞。但

陆九渊以理学为圣贤之学，“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页）。与秦汉的学绝道丧相对而

，魏了翁等上疏请赐周敦

颐谥，楼观说：“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开端于孔门洙

泗之设教，推广于子思、孟轲之讲明，駮杂于汉唐诸儒之议论，而恢

复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惇颐。”（《周子全书》卷二十一）这里理学是指

整个儒家道统，而不是指宋时那一学派的特称。南宋已有“心学”

的称谓。陆九渊弟子袁燮的后人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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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僵化的情况下，王守仁另辟路径，阐

书院》，《贵溪县志》卷四之三，同治十年版）“心学”便是

宗皇帝，更化之末年，兴崇正学，尊礼故老，概念先朝鸿儒名师，咸

赐嘉谥，风励四方，谓象山陆先生发明本心之学，大有功于业教，赐

名文安。”（《学校

“发明本心之学”。元、明时，程、朱“道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陆学

式微。明中叶，在“道学’

发陆九渊思想。他认为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圣人之徒，何以陆学而

遭冷遇？他说：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

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

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辨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

之有言，而遂藩篱之。⋯⋯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

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

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

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

（《答徐成之（壬午）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他敢冒“天下之讥”，替陆九渊辨诬，发扬其心学，这无疑给当时犹

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掷了一块石头，掀起了漪涟的波纹。但“心

十五年，公元

学”影响的扩大，恐怕在明代。王守仁在《象山文集序》（庚辰，正德

年）中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既

说明陆九渊“心学”，是“圣人之学”，而非异端；而且以陆学为孔孟

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到了其门人弟子进行朱、陆异同之辨时，朱熹

的“道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便几同冰炭，甚至以陆学为“道统”的

异端，显然“道学”不包括“心学”。

元末张九韶辑集周、邵、张、程、朱之言，辅以荀子以下数十人

之说，成《理学类编》一书，但此书不辑陆九渊之言。到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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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性理学”者

间，朱棣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性理

为中心，把程朱道学和陆九渊心学编纂一起，融合道学与心学。后

来王守仁有见于“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答徐成

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的情境，认为陆朱一样是“圣人之徒”，

其区别是，朱熹“道问学”，陆氏“尊德性”。企图改变“是朱非陆”的

局面，调和朱陆异同之论，而倡理学。他说：“看得理学不明，人心

陷溺。是以士习日偷，世教不振”（《牌行灵山县延师设教》，《王文成公

全书》卷十八）。理学有包括道学与心学之意。但王守仁高足王畿

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复颜冲宇》，

《龙溪先生全集》卷十）。承认陆王心学一系为理学，而与《性理大

全》有异。

凡例》中说：自明以来，理学称谓流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

“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传》，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

诸儒之说颇备⋯⋯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

代之所不及也。”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即包括道学和心学，而无道

学包括理学和心学者。清康熙年间编纂的《性理精义》，其中所选

人，陆九渊即为其一。清代所修《抚州府志》和

金谿县志》，都将陆九渊放入《理学传》，而与《儒林传》分开。此时

理学，已明确地作为道学与心学的总名而被人所理解和广泛运用。

我们之所以采用宋明理学的称谓，是基于这样一些思考：其

一，宋明理学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虽然运用一个名称最好用

出现最早的、当时人习惯用的名称，但更重要的是要用当时人所赋

予此名称的特定含义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特别当称谓发生

歧异时，更应该注重其本有的涵义。元明清以来，宋明理学蕴含程

朱道学（狭义上亦称理学）和陆九渊心学，而非宋明道学蕴含理学和

心学，并已成约定俗成，为人们所认同，不会发生概念上的混乱。

其二，道学名称易混淆。宋明道学之名容易与“道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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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灵素之言，“道教之学”相乱。宋徽宗赵佶政和六年（

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道教之崇》，《宋史纪事本末》卷

五十一）。此“道学”指道教之学，而非老、庄道家之学的道学。可见

这个名称的涵义在历史上较混乱而不确定。程朱道学因有《宋史

道学传》的规定，而不会发生歧义。

其三，道学未能反映宋元明清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本质特征。

理是这个时代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道是这个时代的价值导向

和进路。无论是“性即理”、“心即理”，抑或“气即理”。宋明理学各

派围绕着对理的不同解释而展开各自哲学体系的建构，各派的哲

学逻辑结构又可以宋明理学来统摄。况且自明中叶以来，李贽抨

击“假道学”，历清至民国，道学家或道学先生被作为表面道貌岸

然，内里欺世盗名或男盗女娼的代名词，为避此嫌，可将“道学”与

宋明理学分殊。

（二）宋明理学的内涵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晶，由于它吸收

中外文化之长，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也发展为世界文明高

峰之一，而传播和影响东亚、南亚各国。

理学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是宋明时期特有的哲学理论思

维形态。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天崩地裂”的局面。许

多知识分子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历史反省，将明灭亡的原因

归结为理学的空谈心性。从此，空谈心性，误国殃民，几成宋明理

学的历史定论。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尽管他们确实看到了明

朝覆灭的部分思想诱因，但未能说明导致明儒空谈心性更为深刻

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且单纯用学术思想来担当明亡的历史责任，也

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五四”以来，人们对宋明理学的态度基本上

是否定的，所谓“反封建”的批判矛头也主要指向宋明理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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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穷理，为学大要，

人认为，理学是“吃人”的礼教，是替统治者效劳的反动学说，是中

国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可以肯定地说，哲学的、思想的批判是

促使旧的宗法制度和观念向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必要手段。

但“五四”以来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也有其偏颇，既没有严格区分作

为学术文化思潮的理学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之间性质上的

差别，也没有正确处理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之间的不同，导致宋明

理学中合理的、有价值的学术文化精神未得到客观地分析和积极

地弘扬。可见，对宋明理学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对其学术思想内涵

和性质的体认，亦是曲折而漫长的。

宋明理学是什么？从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中，

可窥其梗概。此书章次的确定，材料的取舍，都体现了他们的道学

道体，思想。此书共分 卷：

齐家之道，

存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养，

教学之道，制度， 君子处事之方，治国、平天下之道，

异端之害，改过及人心疵病， 圣贤气象。《近思录》作为理

学入门之书，基本上概括了宋明理学的内涵。朱熹说：“盖凡学者

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

其梗概。”（《书近思录后》，《朱熹集》卷八十一，第 页）元代撰《宋史

道学传》，基本上依此而陈述。认为三代之时，便以道为政教、职

业、讲习，没有一人一物不受道的恩泽，以成其性情。孔子使圣人

之道昭明于世，至孟子而无传，道统便中断了。周敦颐得圣贤不传

之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掌握天命人性；张载极言理一分殊之旨，

道之大原出于天；二程融会贯通帝王传心之奥和初学入德之门；朱

熹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后世君主，要恢复天德王道之

治，必由此取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了“道体”的演变，格物穷

理、明善诚身的存养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等。

朱熹和吕祖谦所概括的 个问题，其基本内涵是以道体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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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体

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据此略述于后：

朱熹集》卷

第一，以道体为核心。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背后或之上，有一个更根本的原理、道理，即形而上的存有。这

便是理学家所说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此“则”与“故”

即是原理、道理。“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答黄道夫》

五十八，第 页）。“所当然”与“所以然”，即形而上存有与自然、

社会现象的关系。形而上存有自身是“寂然不动”、“无造作”、“无

计度”，然却能“感而遂通”，或“感应之几”，是自然最终根据和社会

的终极关怀。

这个道体，在宋明理学的主流派程朱那里便是理，此理是性与

理的融突和合；在陆王那里便是心，此心是心与理的融突和合；在

张（载）王（夫之）那里便是气，此气是气与理的融突和合。他们都

理为核心话题（范畴）之一，而构建其主理、主心、主气

的哲学逻辑结构。在非主流派王安石那里道体便是道，“道有本有

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老子》，《王文公

文集》卷二十七 在苏轼、苏辙那里亦是道，“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

名”（《昆陵易传》卷八）。虽各派外在形式各异，但认为自然和社会现

象背后有一形而上的道体，则大体认同。试图以理学思想化解自

然、社会和人生的冲突，追求其原因或根据。

第二，以穷理为精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论是对于自

然、社会形而上存有天理的体认，或是人生伦理道德的践行和人格

理想的完成，穷理是其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穷理不仅是对理

（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的自觉，即所

谓“脱然有悟处”，“豁然有个觉处”（《朱子语类》卷十八）。穷理既是

“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亦是“尽性至命”，“寻个是

处”（同上），追求性命的根源。因此，理有未穷，知有未尽；不能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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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理，不能尽得性；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穷理是贯通道体、

理、性、命、心的枢纽，是明明德的工夫。所以后来陆世仪概括说：

“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

只此四字”（《思辨录》卷二）。理既是超越的形而上存有，又是一种条

理、法则、规范；它是普遍地统摄一切的所以然，与建构在所以然基

础上的作为行为准则的所当然。因而，抓住穷理这个精髓，便能连

接“天人合一”，“己与天为一”（《朱子语类》卷六十一）的万物与我同

体的境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朱子语类》卷六十）的和

乐的理想世界。

第三，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理作为人和物之所以为

人和物的真正的内在根据，它在神化伦理纲常的同时，把人的存

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提升为形而上存有的理，而赋予人生和世

界真实、永恒、崇高的价值。这样，人生和社会便获得真、善、美、光

明的意义，这便是“天理”，与之相对待的便是人欲，是人的存在、本

性、价值未提升的感性情欲的生理层面，处在这个层面的人之所以

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并没有获得自觉或自由，这便是“人欲”。尽管

人欲并非都是恶或不好，但它所蕴含的假、恶、丑的倾向是严重的，

是属于居敬、诚心的存养工夫所需要消除之列的东西。

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都在理与欲、义理与功利、

公与私等的冲突中，强调理、义理、公的方面，以控制欲、功利、私的

方面。主流派程朱、陆王都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执厥中”为圣人心传之秘旨。强调以道心制约人心，以公灭私，以

理去欲，以找回唐末五代以来被破坏了的圣人心传的伦理规范和

价值理想，在社会政治道德领域中实行文化复古，重新发扬“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重建精神家园和价值理想。

第四，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既具有超越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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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带有情感的色彩。孙复说：

明道先生行

精神，又具有当下的实践精神。他们推崇《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四书，并非以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为独善其身，而是以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匹夫之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精

神；程颢的“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心本于孝悌；穷神知

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

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 页）。人与天、地作为三才，

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无心，以人心为心，自然、社会由人而有价

值和意义，“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正蒙

乾称篇》，《张载集》第 页）。这样，人对天地负有特殊的义务，

也对生民具有“立道”的特殊责任，这便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尊

严和价值。人只有把“尽性至命”与孝悌忠信相融合，“穷神知

化”与“礼乐”相融合，把“理”这个普遍的原则、原理与人的

现实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冲突融合起来，方能实现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

第五，以成圣为目的。宋明理学家大多都以辟佛老，辨异端，

弘扬圣人之道为文化使命，“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

己任”（《明道先生行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 页）为担

当。只有兴起圣人之学，才能学做圣人。在中外文化交融中，特别

在佛教文化挑战下，出现儒衰佛盛的形势，理学作为对佛教挑战的

回应，是民族理论思维的自觉。但狭隘的民族意识对中外文化的

交流并非有益，这在当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认知，而是从民族

文化削弱的情感出发，认为是传统儒学的屈辱。韩愈、孙复的批佛

其为辱也大矣”（《泰山学案

矧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

儒辱》，《宋元学案》卷二）。张载、朱熹亦都

二

有民族意识，直至王夫之仍指出“羯胡主中国而政毁，浮屠流东土

《诗广传》卷三）。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理学的批而教乱”（《论蓼

佛教，也是民族文化思想精神的一种自省。理学家的这种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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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闭地排拒，而是开放地接纳，所以理学家都出入佛老，又融突

佛老于儒，从而建构了有别于佛老的新儒学的理论形态。

理学吸收佛道成佛、成仙的终极价值理想和修炼工夫，提出了

儒教成圣的标准、内涵、工夫等等。周敦颐便具体探讨了成圣的可

能性和人性的根据，圣人之为圣人的标准，成圣的仁、义、中、正、公

的内容以及主静窒欲，改过迁善的成圣工夫。“成圣”成为理学的

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

概括地说，宋明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

化哲学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

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

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

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连接以

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

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

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

（三）宋明理学的分系

从宋明理学内涵来考察，已成功地化解了当时所面临的价值

理想、外来文明、理论形态转型等三大冲突，而成为体现时代精神

的核心话题和人文语境的社会思潮。

宋明理学作为社会思潮，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其区别就

在于其作用和影响不同，社会效果有异。所谓主流与非主流，简言

之是指一种社会思潮是起主导作用或居主要地位，还是起非主导

作用和居次要地位①。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加上邵雍、张

一

页。

年版，第①参见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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